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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遷移與運動技能學習 

嚴雅婷1 

摘  要 

不論是日常生活或從事體育活動時，我們往往會使用慣用手或慣用腳，例

如寫字、投球或踢球等，其實，從人類大腦的功能偏側化 (functional 

lateralization) 角度看來，左手的運動本能反應較佔優勢，慣用右手者應該

重視非慣用手的訓練，尤其以兩側遷移 (bilateral transfer) 的理論看來，

練習某側肢體，將會對另一側產生遷移效應，那麼我們在學習動作技能時，是

否能夠透過非慣用手的訓練來幫助慣用手的學習？在兩側俱利的運動項目上

（籃球、足球等）應如何練習才能提升學習效率呢？本文先從大腦功能的偏側

化、慣用手的形成、判別與其相關研究談起，再整理有關左右手動作技能表現

的研究，最後，由兩側遷移的理論與相關研究出發，談及不同練習順序對運動

學習的影響，冀望一系列的相關研究回顧，能夠提供體育教師或運動指導者在

教學時能有不同的思維角度。 

 

關鍵詞：功能偏側化、兩側遷移、慣用手

                                                 
1 嚴雅婷，國立政治大學助理教授，yenyt@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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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人類的大腦分為左右兩個腦半球並各司其職的觀念，已被廣為接受，由大

腦功能偏側化 (functional lateralization) 及大腦交叉控制人類身體的理論，我們

知道左半腦控制人體的右側且在語言性邏輯思考及推理的能力上較佔優勢，而

右半腦則控制人體的左側並在非語言性的本能動作反應上較佔優勢，林德隆

（1997）綜合許多文獻後認為，左手的運動本能反應理應優於右手，應加以重

視與訓練，若以多數人為右手慣用者而推論之，理應重視非慣用手的訓練，在

體育教學中卻往往注重慣用手的訓練，倘若是持拍類運動或投擲等動作倒是有

理可循，但即使是需要兩側俱利的運動項目，如籃球或足球，為什麼也是如此

呢？慣用手的形成因素並不單純，它受到環境、遺傳與社會文化等的影響 

(Newman, 1928; Rife, 1940; Woo & Pearson, 1927)，加上慣用手的慣用程度會因

作業項目的不同而改變，並非絕對性的 (Annett, 1972)，那麼我們在體育教學

中，是否可以嘗試訓練非慣用手？身體兩側的學習成效能夠互相遷移？ 

貳、大腦的偏側化 

人類大腦分為左右兩個半球的觀念，在神經心理學界已被廣泛的接受，大

腦左右半球的功能雖有重疊，但各司其職，某些功能偏向左側半球，另一些則

偏向右側半球，這種現象稱為大腦功能的偏側化或稱大腦功能的不對稱性 

(asymmetry)，這個觀念最早是由 M. Dax (1836) 與 P. Broca (1861) 兩位神經學

家提出（梅錦榮，1991），他們發現左半腦的病變往往造成語言上的障礙，使患

者的語言表達、理解、閱讀及書寫的能力受到損害，但右半腦的病變則否，以

此推論語言的表達和理解主要是受左半腦支配，與右半腦較無相關。1960 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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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學者只重視支配語言功能的左半腦，直至 1960~1970 年代 O. L. Zangwill、

H. Hecaen 和 B. Milner 等學者發現右半腦的空間知覺功能後（梅錦榮，1991），

右半腦才逐漸受到重視，大腦偏側化的研究也從此有了較大的發展。根據神經

生理學的理論，左右腦半球成交叉狀控制人體機能，且其特性已透過不同工作

的動作表現證明，左腦半球支配身體的右側，並且在動作串聯、語言性邏輯思

考及推理的能力較佔優勢；右腦半球則支配身體的左側，在處理觸覺和空間相

關的辨認、非語言性的本能反應上較佔優勢 (Kimura, 1973; Witelson, 1976)。下

表 1 綜合反映了左右腦半球功能上的偏側傾向。 

表 1  腦功能的偏側傾向 

功  能 左半球 右半球 

視  覺 字母、詞語 幾何圖形、臉部辨識 

聽  覺 語音、語言材料 非語言、環境聲音、樂調 

軀 體 覺  觸覺辨認 

動  作 複雜自主性動作  

記  憶 語文記憶 非語文記憶 

語  言 語言、閱讀、書寫、計算  

空間知覺  方向辨認 

【本表修改自梅錦榮，1991】 

林德隆（1997、2000）綜合許多文獻後推論，左腦司語言性邏輯思考之職，

右腦則主宰著直覺性本能反應，就腦功能的分化來看，左手的運動本能反應，

理應優於右手，應加以重視與訓練。但自古以來人類便有側化優勢的現象，若

將手的慣用性亦列入考量的話，是否有所不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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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慣用手的形成、判定與轉換 

側化優勢的研究已有相當久的歷史，如慣用的手、腳、眼、耳…等，但研

究重心卻落在慣用手的議題上。由社會進化觀點提出的「劍與盾」理論 (Harman, 

1905)，認為古代士兵為了保護心臟獲得生存機會，所以左手持盾右手持劍，又

因持劍而產生更多的操弄技巧，最後形成了對所有操作活動的「習慣」。既然慣

用手是由習慣養成，那孩子們都可能學會偏好使用任一隻手 (Jackson, 1905)。

與其學會慣用任一隻手，在原始戰鬥中，能以左右手輪流快速投擲石頭的雙手

靈巧者 (ambidextrous) 定要比單手投石者更為有利 (Woo & Pearson, 1927)，以

戰略的角度而言，少數的慣用左手者，也能擁有特殊的優勢。隨著社會文化與

科技的發展，探討人類慣用手形成的方向，也從早期原始社會中的環境利益因

素轉而朝向先天遺傳 (Newman, 1928)、基因 (Rife, 1940) 或甚至學習與教育的

失敗、先天缺陷 (inherent deficiency)、情感否定論 (emotional negativism) 等 

(Blau, 1946)，綜而言之，慣用手並非單一因素致使，可能受環境、遺傳與社會

文化等多重因子的影響。 

既然影響層面眾多，那如何判定慣用手呢？早期以握力判定慣用手的方式

引來了爭論 (Woo & Pearson, 1927)， 1972 年 Annett 統計兩千人的 12 項用手習

慣後，證實手的慣用傾向百分比會因不同工作而異，就好像在台灣因文化習俗

的影響，常見慣用左手者使用右手寫字一樣，因此，慣用手並非絕對性的，有

人完全慣用左手或右手，但亦有人慣用雙手（左右開弓）。為了減少逐一檢測各

種項目的不便性，以問卷判定慣用手的方式蔚為風氣，例如愛丁堡慣用手問卷 

(Edinburgh Handedness Inventory, EHI; Oldfield, 1971) 係透過參與者自填不同工

作項目，換算慣用百分比來描述慣用情形；Porac and Coren (1981) 篩選較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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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個別報告問卷」（如表 2），亦驗證可與 Annett (1972) 的問卷得到相同

的結果。 

表 2  側化偏好個別報告的問卷 

  項目       問題 

  慣用手 

      1.你用哪一隻手拿球擲準。 

      2.你用哪一隻手畫畫。  

      3.你用哪一隻手使用橡皮擦。 

  慣用腳 

      1.你用哪一隻腳踢球。 

      2.你用哪一隻腳的腳指頭夾起小石子。 

      3.你用哪一隻腳起步爬樓梯。 

  慣用眼 

      1.你用哪一隻眼睛由鑰匙孔中窺視。 

      2.你用哪一隻眼睛查看不透明瓶內的溶液量。 

      3.你用哪一隻眼睛射擊打靶。 

  慣用耳 

      1.你用哪一邊耳朵隔牆傾聽對方的談話。 

      2.你用哪一邊耳朵靠近胸部傾聽心跳聲。 

      3.你用哪一邊耳朵放置收音機的耳機。 

註：答案為「右邊」、「左邊」或「兩邊」。 

    「問卷調查」與「表現測量」是慣用手判定的兩種主要方式，Porac and Coren 

(1981) 認為兩種測量結果的代表性不同，但多數研究支持兩種方式具有極高的

一致性 (Annett, 1985; Provins, Milner, & Kerr, 1982; Stephens, 2008)，而「寫字」

與「投擲」的動作是極側化的技能，屬可信度較高的觀察與提問項目 (Provins, 

Milner, & Kerr, 1982)，較需力量的項目則屬不完全側化的技能。2008年Stephens

比較EHI與三項動作測驗 (Annett, 1992) 後發現，點準測驗 (dots) 與EHI有最高

的相關性，也最容易分別慣用手。雖然點準與畫線 (lines) 同屬拿筆的測驗，但

連續式的畫線在過程中會產生回饋，而放置木栓 (pegboard) 亦可在放置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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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透過回饋來調整，反觀間斷式的點準測驗則無，所以瞄準類型的測驗（像

槌敲釘子）更具有判別代表性。回歸至慣用手的成因與特性，由於慣用手的喜

好會因項目的不同而改變 (Annett, 1972; Fagot & Vauclair, 1991)，因此絕不能以

單一測驗項目或問卷方式獨斷，尤其是使用雙手且包括全身性的動作，例如棒

壘球、高爾夫球與冰棍球的揮擊動作或輕艇C艇與龍舟的單邊划槳式動作，與慣

用手的喜好更無強烈的關係。 

事實上，慣用手是可能轉換的，Seth (1973) 紀錄五個月大嬰兒的抓取動作

發現，原來是左手優勢的嬰兒約在九個月大的時候轉換成右手優勢，支持了兩

側不對稱 (lateral asymmetry) 的發生是來自生物體的成熟，換言之，可能原本

就是右手優勢的這些嬰兒，因生物體未成熟，大腦未完全分化，導致表現為左

手優勢，因此轉換成右手優勢，其實是受遺傳的影響 (Annett, 1972)。Seth 更認

為，右手的抓取動作表現，與其說是練習而來，不如說是來自左右手的兩側遷

移（bilateral transfer）。為了進一步了解年齡、生物體成熟（分化完全與否）與

使用兩手的喜好情形三者之間的關係，Ramsay and Weber (1986) 從事不同年齡

層嬰兒的三週觀察研究，結果發現 17-19 個月的嬰兒表現出完全分化的型態，

用右手開門以左手移開小玩具；12-13 個月則表現出不完全分化的嘗試，會用雙

手開門以右手移開小玩具，顯示分化的完全性與年齡有關且會影響習慣用手的

表現，而習慣用手「向右轉換」的基因，女性比男性、單生 (singleborn) 比雙

生 (twins) 更容易顯現 (Davis & Annett, 1994)。在一系列有關慣用手轉換 

(switching hands) 的探討後，說明慣用手的起因應從生理學（神經的或基因的）

的角度去追尋，然而世界各地左右慣用手的不同比例，主要肇因於文化上的差

異，而不是人種或生物學上的差異 (Porac, Rees, & Buller, 1990)。換言之，雙手

應可藉由學習獲得相同的動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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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雙手的動作表現差異 

後續研究證實學習（練習）可使慣用手及非慣用手獲得近乎相同的動作技

巧，無論是左手未從事過單手腕部扭轉動作 (wrist-twist task; Shapiro, 1978) 或

是較為精細的肌肉控制動作 (Perelle, Ehrman, & Manowitz, 1981)。除了練習是促

使行為改變的結果外，學者們也認為這些證據支撐了兩側遷移的觀點，亦相信

個體在大部分非語言性的工作上 (nonverbal task)，雙手均能獲得相同的技能與

成績表現。因此，雙手的可塑性相當高。 

雖然，雙手透過學習能獲得相同的技能表現，但隨著工作的特殊性，有了

不同的結論。在單手彎曲中指關節的動作中，無論慣用左手或右手者，左手的

表現成績皆比右手佳  (Kimura & Vanderwolf, 1970)，而左手臂的主動定位 

(active positioning) 準 確 性 高 於 右 手 臂  (Kurian, Sharma, & Santhakumari, 

1989)，研究者依此推論慣用手的神經機制 (neural mechanism) 並非在控制特殊

精細肌肉收縮的能力，且右半腦的優勢可能與運動知覺 (kinesthetic) 和本體感

受器 (proprioceptor) 的訊息傳遞有關。此外，在空間性工作 (spatial task) 與順

序性工作 (sequential task) 的實驗中發現，若雙手單獨從事其中一種工作則表現

無異，然而當兩種工作同時測試時，慣用手的成績表現較為優異 (Berry, Hughes, 

& Jackson, 1980)，因此推論慣用手側化的好處，是在複雜工作的表現上有其進

化的優勢。一般而言，有關手部操弄的技巧，慣用手明顯優於非慣用手，但若

進一步探討其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素，如年齡、性別或視覺訊息等，則無標準

的定律。因此，人類在某些動作上，雙手的慣用與否並不是決定表現好壞的關

鍵。 

    許多研究報告與統計資料都顯示，頂尖運動好手中，慣用左手者所佔的百

分比有不尋常的高比例，雖然某些運動項目，如射擊、射箭運動，其慣用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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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用手來的重要，而大部分奧運射擊選手也都具有慣用眼與手在身體同側的共

通性 (Landers, 1980)，但有關探討雙手運動成績表現的研究卻仍集中在習慣用

手上。1981 年 Porac 和 Coren 曾從事大規模調查，研究不同運動項目（拳擊、

籃球、網球、羽球、足球、體操…等）的成績與身體側化（慣用手、腳、眼）

的分析比較，發現不同側化情形在各種項目上具有不同優勢，例如慣用右眼者

在保齡球項目的成績表現較佳；交叉型者（慣用右手與左眼、慣用左手與右眼）

在籃球與體操的項目成績表現優於單邊型者，而單邊型則在網球、羽球與射擊

的項目上有較佳表現…等。Porac 和 Coren 認為，雖然側化偏好的現象與大腦神

經功能的分化有密切的關係，但側化偏好與運動感覺的表現對不同運動技能而

言，是特殊性而非一般性的。如同頂尖運動選手中慣用左手者居多的不尋常現

象，雖然可能是因為神經學的差異造成先天上的優勢，但一般性的解釋是慣用

右手者不習慣面對慣用左手者（因為大多數人為慣用右手），所以必須改變平常

的戰略技術，因此多數的研究結論也指出，保守解釋慣用左手者的優越表現，

應非來自選手本身神經 (neurological) 上的優勢，而是該運動項目本身的特殊

性。 

伍、兩側遷移的發跡與、成因與練習的影響 

一、兩側遷移的發跡與成因 

在探討慣用手與雙手表現技能差異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常提及手的動作

技能表現，除了來自練習，亦可能來自兩側遷移 (Seth, 1973; Shapiro, 1978; 

Perelle, Ehrman, & Manowitz, 1981)。所謂兩側遷移，是指個體精通某側的特殊

技能以後，就會使另一側的技能學習愈容易，這也稱為對側或交叉遷移。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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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生理學相關研究指出，訓練不同側的肌肉群，可以造成沒有訓練的手腳

或肢體的肌力增加，Hellebrant 在 1962 年也發現相對的側肌群會隨著主要肌群

的發展而發達，學者們為了驗證在運動學習的情境中，也會發生兩側遷移的效

果，因此有了一系列的相關研究，例如孩童兩手之間的輕拍能力  (Bryant, 

1892)、雙手畫直線的能力 (Woodworth, 1899)、動作技能所涵蓋的速度與準確性 

(Scripture, 1899) 等的實驗室工作，或者單手拋兩球的粗大型運動技能 (Swift, 

1903)、輕拋球入杯的新技能 (Munn, 1932)，甚至精緻型的運動技能，例如手走

迷宮、鏡子追蹤、操作機械和書寫技能等 (Cook, 1934; Baker, Wylie, & Gagne, 

1950)，皆有兩側遷移的現象。無庸置疑的，運動技能的學習並非限定在某一特

殊的肢體或身體部位。 

    根據桑代克的「相同元素論 (in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任何的遷移，只

要新舊學習的相同元素越多，遷移的效果越好，雖然用不同的身體肢段來做相

同的動作，但是當動作者已了解技能成分（元素），擁有要“做什麼”的認知訊息

時，便可加速學習。因此即使只有觀看示範，以右手握筆進行追蹤迴旋器的心

象練習，仍可遷移至左手且表現與實際練習組無差異 (Kohl & Roender, 1980)，

所以「認知」被視為兩側遷移的本質。然而，從運動學習的基模理論 (Schema 

Theory, Schmidt, 1975) 看來，「類化性運動程式 (generalized motor program)」亦

可解釋遷移的發生，例如用慣用與非慣用手學習鏡像寫字 (Latash, 1999) 或簽

名 (Raibert, 1977)，雖然使用不同的肌肉群，但書寫字體的程式是相同的，所以

可用來對從前未做過技能的肌肉群產生目標指引的動作，達到遷移的效果。若

從更高的層次來看，那麼兩側遷移應源自大腦機制 (Woodworth & Scholsberg, 

1971)，因大腦交互控制身體兩側，而左右腦半球透過胼胝體 (corpus callosum) 

連結溝通，因此不僅是雙手之間，人體能夠使用各種不同作用器 (effector) 達

成相同的工作目標，都是仰賴中樞神經系統 (Central Nervous System)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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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o & Zanone, 2002)。Davis (1942) 觀察肌電圖 (electromyography, EMG) 的

活動就發現，當右手實施技能表現時，靜止休息的肢體也有肌肉活動的訊息，

進一步測量後發現，對側肢體間的 EMG 活動量最大（兩手）；非對側肢體的活

動量次小（同側的手臂與腿）；而對角肢體的 EMG 最小（例如右手與左腿），所

以認為在實施運動技能過程中，個體會冥思運動技能的成分，產生兩側遷移的

效果 (Hicks, Gualtier, & Schroeders, 1983)，而當某側肢體運動且另一側肢體閒置

不用時，程式也會“溢出”到另一肢體上，此「程式的中樞溢出」(central overflow 

of programming) 也可能是形成兩側遷移的因素 (Hicks, Frank, & Kinsbourne, 

1982)。 

二、不同練習方式對兩側遷移的影響 

    無論是以哪一種觀點來解釋兩側遷移發生的原因，運動技能確實可以發生

兩側遷移是不可置疑的事實，因此運動控制學者們轉而探究兩側遷移的方向。

學者假設遷移的方向有兩種：一種是「對稱遷移」，即兩側相互的遷移效果是相

同的；另一種是「不對稱遷移」，即認為由某側至另一側的遷移效果會更大。從

理論而言，驗證假設有助深入了解或確認左右腦半球在運動控制中的角色，以

深植理論基礎，例如慣用左手者的胼胝體較慣用右手者大，可能是造成遷移效

果較佳的原因 (Driesen & Raz, 1995)；從實際的觀點來說，則有助於設計更有效

的練習方式，來幫助兩側肢體達到最理想的技能表現。Dunham (1977) 以追縱

迴轉盤實驗說明，先以慣用手練習至實驗標準再換手練習的「前後順序練習 

(sequential order of practice)」效果優於雙手交替練習至實驗標準的「系列順序練

習」，所以先使一側熟練的練習方式較有效，然而，若為對稱遷移，則孰先孰後

便無差異，但若為不對稱遷移，則應找出哪一種前後順序可產生較大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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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s (1958) 對兩側遷移的文獻完成廣泛的探討後，預期從慣用手到非慣用

手的練習可產生較大的遷移；而 Taylor and Heilman (1980) 及 Elliott (1985) 的

手指敲打動作實驗則發現從非慣用手遷移至慣用手的效果更大，為了避免不同

慣用手造成的迷思，Kumar and Mandal (2005) 找來左手慣用與右手慣用者從事

鏡像星型追蹤之學習，結果無論慣用左手或右手，由非慣用手遷移至慣用手的

成效較佳，亦支持不對稱遷移的假設。 

陸、結論與建議 

    右手畫圓，左手很難畫方，這是一個很簡單的例子，說明了左右手之間很

強的關聯性，綜合以上文獻探討發現，儘管兩手的優勢因腦功能的偏側化而不

同，但仍可能經由學習而習得相同的技能表現，加上某些運動項目戰略的特殊

性，因此手的慣用程度並不能決定運動表現的好壞，尤其是需要兩側均利的運

動項目（如籃球、足球、柔道等）。在此議題上，若從體育教學的角度，教學者

應可運用兩側遷移的原則來設計練習的方式，林清和（1996）便提出幾個可以

運用的例子，例如教導年輕籃球員熟練兩手的投籃和運球技巧；教導柔道和角

力選手均能對兩側做出有效的進攻和防禦動作；教導足球選手、美式足球選手

或橄欖球選手利用左右腳控球或踢球；教導棒球或壘球選手學會左右開弓…

等。若從研究的觀點出發，雖然過去文獻證實前後順序的練習方式會使兩側遷

移更快發生，但其順序卻存在爭議性，由文獻預測應該先練慣用手 (Ammons, 

1958)；但實驗卻指出，先練習非慣用手的遷移量較大 (Elliott, 1985; Kumar & 

Mandal, 2005; Taylor & Heilman, 1980)，然而以往的研究皆為小肌肉的實驗室動

作技能，是否真能運用於全身性運動或實際體育教學之中，不同運動項目特殊

性的影響等等，皆存在進一步研究的可行性與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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